
評論｜動蕩時代中，我們還需要「制度決定論」嗎？ ——評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

包容性制度對一個國家的根本性意義，也許只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更加明顯。

2024年10月14日，芝加哥，芝加哥大學教授James Robinson獲悉自己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後，會見大學的同事、學生和媒體。攝：Scott Olson/Getty Images

2024年10月14日一大早，我就被同事满是兴奋的短信吵醒：“我们系也接待过诺奖得主啦！”打开新闻，发现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授予了Daron Acemoglu，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

（下简称AJR）三位学者，以表彰他们在理解制度如何促进繁荣方面的贡献。去年春天，James Robinson造访了我任教的南方小城教堂山。系里举办的政治学方法讨论班，请他来讲最近关于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的研究。此前虽看过不少

他线上的演讲，真人却始终未曾谋面。身着灰衣的他出现在电梯口的瞬间，竟让人恍然有亦真亦幻之感。过去十余年中，关于三位新晋诺奖得主的种种回忆，不由涌上心头。

制度、地理，還是人力資本？

我第一次聽到 AJR的名字，是2011年，在北京大學汪丁丁老師的新政治經濟學課堂上。彼時我剛從數學系轉入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念碩士，對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都充滿好奇。第一節課，丁丁老師便提及，美國經濟學界當下最為重要的一場論

戰，便是AJR三人跟哈佛大學的Shleifer和Glaeser之間，關於何種因素決定了長期經濟發展的探討。

AJR上承North以降的制度經濟學傳統，認為對當權者的制約和對產權的保護乃是繁榮的根源。這種觀點自然不算新奇，但如何證明制度和發展之間存在因果關係，卻是讓經濟學家束手無策的難題。畢竟Lipset早就斷言，富裕的國家更有可

能採用民主制度來調節社會分歧。而各種混淆變數的存在，也讓分離出制度因素的作用變得充滿挑戰。

AJR的天才之處，是將當時剛發軔於勞動經濟學的「可信性革命（Credibility Revolution）」引入了政治經濟學領域。他們在2001年發表於《美國經濟評論》的名篇中提出，前殖民地國家今天的政治體制，往往是從昔日的殖民宗

主繼承而來。而殖民者在到達一片土地之後，選擇建立怎樣的制度，則在很大程度上由當地的自然環境決定。若是氣候溫和適宜定居，他們會傾向於在此建設家園，並向母國借鑒較為包容的政治制度；反之，若瘴癘肆虐生存不易，他們則會依賴代理

人開展攫取性的統治，以最大化地侵吞當地資源。

2024年10月14日，瑞典斯德哥尔摩，瑞典皇家科学院新闻发布会上，大会宣布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。摄：Tom Little/Reuters/达志影像

如果我們認為，歷史上自然環境對殖民者的友好程度，只決定一國的政體包容與否，而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無關；那麼，至少在前殖民地國家之間，人均收入的差別就可以完全歸結於制度的不同。 Robinson在採訪中提到，Acemoglu曾在

MIT與2021年諾獎得主Angrist共同教授勞動經濟學課程，並從他那裡學到了利用「自然實驗」，即社會中演進過程中出現的隨機分組，來識別因果關係的技巧。

但是，假設自然環境跟經濟發展無關，顯然跟Diamond在名著《槍炮、細菌與鋼鐵》中論述的「地理決定論」相悖。於是，他們三人繼而於2004年在《經濟學季刊》發文，指出了所謂「命運逆轉」的現象，即很多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，如

北美大陸，在歷史上並未出現高度發達的文明，直到大航海時代才後來居上。而中南美地區雖有過印加和阿茲特克這樣的大帝國，在近代卻被北美遠遠拋在身後。這正說明，地理的作用遠不如制度顯著。

在2005年的論文中，他們進一步用這套理論解釋了歐洲各國在大航海時代的發展差異，並發現初始制度較為包容的國家，商人階層能從跨大西洋貿易中獲利更多，從而帶動本國之後的經濟繁榮。在AJR引領的風潮下，用歷史數據檢驗經濟理論成

為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領域。

當然，反對AJR的聲音也始終存在。有學者指出，他們2001年的文章用殖民者的死亡率來近似自然環境的宜居程度。但是，死亡率數據來源各異，未必能夠直接比較，而且他們的分析過程有挑選數據的嫌疑。更有力的挑戰來自Shleifer和

Glaeser。在他們二人看來，殖民者帶去新世界的，不僅僅是母國的政治制度，還有自身的人力資本。這兩種機制始終同時存在，讓我們無法分辨出制度的影響。

作為回應，Acemoglu和Robinson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完成了一系列工作。首先，他們進行了大量案例和國別研究，在塞拉利昂、博茨瓦納和大革命之後的德意志地區分別驗證了制度的重要性。這些研究最終凝結成了2013年的著作

《為什麼國家會失敗》，他們在其中正式提出了「包容性制度」和「攫取性制度」的概念，並將其運用於理解歷史上多個國家的發展軌跡。包容性制度下，權力由社會各階層共用，產權得到有效保護，因此普通民眾有更強的激勵進行創新和投資，經

濟繁榮隨之而來。其次，他們收集了更為詳盡的時間序列數據，以期提供更為堅實的統計證據。於2008和2019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中，他們基於跨國分析，斷言高收入未必會帶來民主化，但民主化的確會促進經濟增長。



那些年裡，儘管AJR三人在大洋彼岸風頭正勁，遙遠東方的社會科學學者們，對他們的理論卻並不十分感冒。按照AJR的預測，經濟增長在中國這樣一個攫取性政體中應該難以持續，但事實卻顯然並非如此。那麼，現有理論裏到底還缺失了什麼因

素？是產業政策？社會結構？還是文化傳統？懷揣著這一疑問，我走上了赴美求學的道路。

2024年10月14日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麻省理工学院 (MIT) 经济学教授 Daron Acemoglu 出席于雅典举行的会议。摄：Alkis Konstantinidis/Reuters/达志影像

可置信的承諾和民主轉型

我的第一站，是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的經濟系。這裡的學術氛圍和我預料的不同，系裡大部分人都在研究產業組織、巨集觀經濟和勞動教育這些經典問題，對政治經濟學感興趣的則寥寥無幾。當我興奮地提起AJR的論文時，已經讀到博士四年級的室

友一臉茫然，表示從未聽過這幾個人的名字。

心灰意冷之下，我開始探索其他的可能性。經師兄的推薦，我去隔壁政治系選修了Scott Gehlbach教授主講的政治學形式理論（formal theory）。沒想到，在那門課上，我竟又一次與AJR重逢。Scott專攻東歐政治，所著

教材中用了一整章來總結Acemoglu和Robinson關於政治轉型的理論研究。那時我才明白，之前讀過的實證文章，背後有著更深刻的關懷。 二人最初的興趣，是解釋所謂「第一波民主化」為何發生，何以成功。

在經典的唯物史觀看來，民主制度是新興資產階級同地產貴族進行利益鬥爭之後達成的妥協。 Acemoglu和Robinson則問道：如果只是事關利益，那為什麼統治者不試圖通過再分配來解決爭端，反而要允許政治制度的改變？二人指出，

威權制度的核心問題，是統治者無法做出可置信的承諾。面對革命的威脅，他們當然有激勵做出讓步。但只要革命者輕信他們許下的諾言，放下武器，清洗便會隨之而來。而民主制度一旦建立，就讓整個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均衡，各方都更願意藉由

選票來實現利益分配，不會輕易訴諸武力。新興階層藉以動員民眾的「實際權力」也由此被轉化為受制度保護的「法定權力」。

作為經濟增長領域的專家，Acemoglu率先將「理性預期」的思想引入了轉型研究。他們理論中刻畫的各方勢力不再只關注當前收益，還會將未來的各種可能性納入考量。民主制度下，各方的預期收益都更為穩定，因此即使是統治階層也願意

讓渡一部分當下所得，以換取革命浪潮的徹底平息。相比之下，威權政治中，博弈的結果完全由實際權力決定。即使各方都有妥協的意願，也因為缺乏可置信的承諾，而只能不斷爭鬥，至死方休。基於以上邏輯，Acemoglu在2003年作出

了著名論斷：「政治裏沒有科斯定理」，也就是無法通過談判讓社會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。

2006年，Acemoglu和Robinson將數篇論文中的見解集結成書，題為《民主和獨裁的經濟起源》，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：技術進步導致新興階層崛起，改變了實際權力的分佈。他們在革命風潮湧起，「機遇之窗」打開的時

候，會逼迫統治者讓渡法定權力，推動政治轉型，以鞏固自身在新政權下的地位。這樣，一國的政治制度就變得更加包容，更有利於長期的經濟繁榮。

根據他們的預測，一個社會在不平等程度加劇時，更有可能爆發民主化運動。但現實顯然遠比這更為複雜。新世紀的前二十年裡，俄羅斯的寡頭們紙醉金迷未曾停歇，中國的權貴階層距離普通民眾也日漸遙遠。然而，民主的曙光卻始終未見蹤影。革

命之火雖然席捲了阿拉伯世界，新的社會均衡卻未能形成，經濟增長率也並未跟先前有太大差別。美國主導的制度建設並未讓阿富汗和伊拉克煥然一新，2008年的金融危機反而暴露了西方國家內部的諸多缺陷。包容性制度，也許並不是萬能良

藥。

2024年10月14日，華盛頓，經濟學家Simon Johnson在家中與他的狗合影留念。 攝：Ben Curtis/Ap/達志影像

超越制度決定論？

再後來，我轉到紐約大學攻讀政治系博士。 不久就聽說，Robinson跳槽去了芝加哥大學，從此他跟Acemoglu的合作不再像先前那般頻繁。這段時間，Acemoglu和兩位博弈理論家Egorov和Sonin一道，將政治學中經典

的執政聯盟理論推廣到了動態情況，試圖從人才選拔的角度解釋制度和發展之間的關係。

在他們看來，威權統治者最大的擔憂，是新鮮血液的湧入會永久打破聯盟原有的力量平衡。新勢力本身也許不足為懼，但他們會跟聯盟中其他成員合作，換取更多自己人在政府中任職，最終導致舊制度徹底垮臺。因此，即便知道身邊都是庸才，統治

者也未必有選賢任能的動機，以防止自己將來地位不穩。在一個不能人盡其才的社會，經濟發展自然也受到諸多阻礙。

這一次，中國似乎又成為了反例。2012年之前，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套不同於民主制度，卻又看上去運轉良好的政治體系，最高領導層的定期更換和地方官員的唯才是舉，帶來了持續三十餘年的高速增長。「中國模式」的特殊性乃至優越性一時間

甚囂塵上。轉型研究不再時興。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威權政權政體的韌性，或是民主政治的衰敗作為課題。Acemoglu的新作雖然仍在頂刊發表，卻未能引起如之前一般的關注。再往後，他的研究逐漸轉向社交網路和人工智慧。

2023年，他和Simon Johnson合寫了新書《權力與進步》，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闡述為什麼技術進步並不總是帶來繁榮和幸福。他們的觀點是，制度安排決定了新的技術是否能夠惠及普羅大眾。只有包容性的制度，才能防止技術被統

治者壟斷，抑或是成為維系統治的幫兇。而包容性制度的維持，需要更加平等導向的政策制定，和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。



與此同時，Robinson在芝加哥繼續推進著他們之前的實證工作，但視野愈發全球化，也更加強調非制度因素的作用。在非洲，他跟同事們一起研究了剛果歷史上的庫巴古國，發現中央集權國家的存在推動了族群融合，但也培養出了鑽制度空子

的社會風氣。在巴基斯坦，他通過實驗證明，信息公開可以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信任，降低他們對非政府組織的依賴。在英國，他檢驗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如何削弱了天主教會的力量，進而促進了農業發展。跟伊朗學者一起，他探討了伊斯蘭教法如

何對統治者的權力產生限制。

不過，Acemoglu和Robinson並未忘記他們學術之旅的起點。2022年，他們在時隔多年後合作了一本新書，題為《自由的窄廊》，其中總結了兩人近年來的思想歷程，並明確地將「公民社會」納入到了制度決定論的理論框架之中。

他們認為，無論是保障自由還是實現發展，都需要國家和社會的力量達到微妙的平衡。國家能力過強通向暴政，過弱則難以維繫政府的權威，引發秩序的崩潰。通向美好社會之路，只是一條狹窄的走廊。威權政體之下，國家和社會也許能在短時間內

互相制衡，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。但最終，當權者繼續執政的慾望會壓倒一切，讓他們鉗制不同聲音和任何的潛在挑戰者，親手摧毀發展所必需的脆弱基礎。

2024年10月14日，芝加哥，芝加哥大学教授James Robinson 获悉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，会见媒体、同事和学生。摄：Scott Olson/Getty Images

回到制度決定論？

我已經不太回憶得起Robinson那天演講的細節，只記得結束之後，聽眾紛紛排隊上前跟他合影留念。 想來像我一樣，讀著AJR一路走來的社會科學家不在少數。因為系裡下午還有其他活動，我幸運地獲得了陪他午飯的機會。終於，我得以當

面向他問出埋藏在心中許久的那些問題。

我問Jim你跟Daron是怎麼認識的？他說我當年在LSE面試，作報告的時候台下第一排坐著兩個博士生不斷發問，後來知道他們一個叫Daron Acemoglu一個叫Thomas Piketty。我說你怎麼變成了一個政治學家？他說

我第一份工作在澳洲，後來我跟Daron的工作被伯克利的政治學家們留意到，於是讓我去那邊任職。因為政治系還有寫書的傳統，我們才寫了《民主與獨裁的經濟起源》。我說你現在還認同制度決定論嗎？他說我覺得文化因素可能更加根本。你

看，我們的理論對中國的預測始終不太成功，可能就是對文化考慮得不夠。我說有沒有可能你們其實沒錯，只是過去二三十年太過特殊，全球化讓威權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，抵消了攫取性制度的負面影響？當全球化浪潮褪去，民主也許還是最

具競爭力的制度。畢竟，當政府不斷做出愚蠢的決策之時，民眾至少還有個換人的機會？他想了想一下說，這樣講也不無道理。

對於AJR，社會科學家們始終懷有十分複雜的看法。他們提出了一套極富野心的研究議程，試圖解釋不同社會中繁榮的根源，並在方法論上帶來了徹底的革新。如今，基於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已經成了理論學者的常用工具，而在歷史事件中尋找自然

實驗，更成為了無數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習以為常的研究範式。但也一直有人在質疑：我們究竟從AJR那裡學到了什麼？不錯，我們有了更好的工具和更多的證據。但以理論貢獻而言，他們似乎並未真正超越North所奠定的基礎。他們鼓吹的制

度決定論，很多時候也顯得過於武斷，跟實際情況並不相符。

所幸，AJR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自身的局限。在過去十幾年間，他們不斷地從各個維度超越了曾經的自己，將更多變數納入了考察範圍。他們提供的答案當然遠非完美。但他們提出的問題，打通了經濟學和政治學之間的壁壘，讓年輕學者得以用更加

普適性的方式，去探索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係。如今，我們越來越清楚，制度不是唯一的解釋變數，民主也遠非毫無缺陷。

但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裏，AJR所強調的，包容性制度對一個國家的根本性意義，也許只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更加明顯。正如他們所說，只有制度上的轉型，才能讓社會進入一個新的均衡狀態，讓自由和繁榮獲得穩定的根基。面對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，

去相信一個救世主式的領袖，去打破制度施加的種種桎梏，推動激進的社會變革，無疑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選項。然而，救世主並不存在，再天才的政治家，也有自身的局限。制度的毀壞，在短時間內未必會影響我們日常的生活。但當自由一步步被

侵蝕，生活中的每一秒都處於監控之下，整個國家都被統治者的個人偏好支配之時，我們終將清楚地意識到，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華盛世，只能是虛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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